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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时代所向、强国所需、使命所系。中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意味着

中国高等教育将焕发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光明的前景。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从普及化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人才红利的内涵、理论源泉、现状、政策、释放途径、国外经验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研究发

现，国内对于人才红利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存在着概

念不清、定量不足等问题。最后，基于现有研究，在对人才红利内涵进行界定的同时，提出了未来可能

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以便为人才红利的释放提供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人才红利的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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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al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 need of powerful countries, 
and the mission of the system.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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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to the universalness stage means tha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will glow with great devel-
opment potential and bright prospects.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combs the research overview of universalness higher educ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talent dividend, theoretical source, current situation, policies, release channels, foreign expe-
rience and other asp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alent dividend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although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earch results,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concept and insufficient quantitative. Final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
search, while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talent dividend, the possible research field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release of talent dividend, 
and on this basis, the realization of talent dividend in China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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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 15%，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迈入大众化阶段。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6 年提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先人才。“2022
年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2019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1.6%，在学总

规模达到 4002 万；202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4.4%，在学总规模达到 4183 万人，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

化阶段[1]。未来时期中国人口面临极大挑战，估计 0~14 岁人口数量从 2020 年的 25,338 万人下降至 2035
年的 15,588 万人，减少 1 亿左右，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步从 2020 年的 17.9%下降到 2035 年的 11.1%；同

时，65 岁及以上人口预计从 2020 年的 1.91 亿人上升至 2035 年的 3.27 亿人，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 2020
年的 13.5%提高至 23.25%。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2]。 

近年来，在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生育率水平长期低迷的现实背景下，有关我国人口红利已然消失

的论断屡见不鲜。人口问题研究专家蔡昉(2006)认为，“通过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

用以替代数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而教育是提高人口素

质和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我国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

经之路。”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仅用了 17 年，这个速度快于很多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从大

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阶段下，我国高等学校质量的发展不容忽视；换言之，中国高等教育从“量变”到“质

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2.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概况 

1)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概况 
以 CNKI 数据库(中国知网)为信息源，以“高等教育普及化”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截至 2023 年

11 月，主题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文献共有 990 篇，其中博士论文 20 篇，硕士论文 49 篇。研究趋势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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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earch trend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图 1. “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趋势 

 
通过图 1“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趋势可以看出从 2015~2016 年开始高等教育普及化引起了学界的

广泛关注，自此关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研究逐年增多。这主要是因为 2015 年 5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起举办的韩国仁川世界教育论坛上，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名代表共同发表《仁川宣言》，

将全球教育 2030 年的发展愿景概括为“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3]。 
“全纳”，这是普及化的基本理念。所有适龄青年，都应当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已不是精英

化阶段少数人的特权或大众化阶段众多人的权利，而是所有适龄公民的义务。 
2)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理论研究 
① 关于马丁·特罗普及化理论的研究 
马丁·特罗在其关于高等教育增长的开创性著作中强调了系统增长的三个不同方面：增长率、高等

教育系统和机构的绝对规模以及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被定义为：精英阶段(毛入学率小于 15%)，
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 15%~50%)和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超过 50%)。特罗从十一个维度对普及化下高等

教育的形态加以论述。包含：高等教育的规模、高等教育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的课程、教学形式

与师生关系、学生的学校经历、学校类型与规模、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入学与选拔、学校行政领导

与学校内部管理。 
② 关于高等教育制度理论的研究 
Evan Schofer 和 John Meyer 对过去二十年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研究建立在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定量研

究上。科学化、民主化、扩大人权、发展规划的兴起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促使全球范围形成一种新的

社会制度环境，这些因素也是此研究中的变量。在这种环境中，社会广泛需要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力

资源，“过度教育”的担忧被一种开放的教育体系所取代。教育被视为有助于社会无限进步的“人力资

本”供给站。他们认为 1960 年后，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几乎都在加速增长，但增长最快的是那些与新社

会制度环境高度相似的国家[4]。 

3. 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研究 

(一) 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的内涵 
关于人才红利的内涵研究目前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最早的时期学者 David E. Bloom 与 Jeffrey 

G. Williamson (1998)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他们认为人口红利是指由数量众多的劳动力形成的额

外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这一基础上衍生出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

的概念。有学者将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含义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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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才红利”。并提出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通过居民以养老为目

的的储蓄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二是由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加上庞大的适龄劳

动人口基数从而产生的“人才红利”[5]。也有学者认为人才红利就是“人口质量红利”。人口质量，一

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及思想素质，反映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刘铮，1986)。有学者将人口质量红利定义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偏好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内在

质量提升(具体表现为健康、教育、技能结构、思想状态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所产

生的经济增长效应[6]。 
笔者认为红利与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外部经济”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

经济活动在对自身造成影响的同时，对自身之外的主体或环境产生的正向效益。“红利”在经济学角度

是指上市公司分配的股份利润，在公共管理领域则指某一管理活动或政策在达成既定目标之后对政治、

经济、社会治理形成的额外正效用。红利具有多种类型，根据红利依附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人口红利、

人才红利、改革红利、公共政策红利、制度红利、教育红利等。综上所述，“人才”可以指高素质和高

质量的劳动者，“红利”则是一种经济收益，而“人才红利”是指高素质和高质量的劳动者利用所能创

造的超过同等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 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的现状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所实行的高等教育每年毕业生人数变化情况、就业人口中高素质人才占比

等重要指标，来探究我国人才红利的发展现状。 
1) 高素质人才培养和供应逐年增加 

 
Table 1.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of ordinary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表 1. 2010~2020 年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情况 

年份 普通本专科毕

业生人数(万人) 
研究生毕业生人

数(人) 
出国留学人数

(人) 
学成回国留学人

数(人) 留学回国比例 

2010 575.4 383,600 284,700 134,800 0.47 

2011 608.2 429,994 339,700 186,200 0.55 

2012 624.7 486,455 399,600 272,900 0.68 

2013 638.7 513,626 413,900 353,500 0.85 

2014 659.4 535,863 459,800 364,800 0.79 

2015 680.9 551,522 523,700 409,100 0.78 

2016 704.2 563,938 544,500 432,500 0.79 

2017 735.8 578,045 608,400 480,900 0.79 

2018 753.3 604,368 662,100 519,400 0.78 

2019 758.5 639,666 703,500 580,300 0.82 

2020 797.1 728,627 /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1~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得到。 
 

由表 1 可知，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在 2010 年时只有 575.4 万人，2016 年时突破 700 万人，到 2020 年

时毕业生人数高达 797.1 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在 2010 年时只有 383,600 人，2013 年突破 513,626 人，

至 2020 年时高达 728,627 人。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了近 10 年来我国高素质人才的供应在逐年递增。 
出国留学人员在 2010 年时仅有 284,700 人，随后逐年递增，至 2019 年时高达 703,500 人。留学归国

比例在近十年间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在 2010 年留学回国比例为 47%，2013 年时增加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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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年间开始下降，最低达到 78%，到 2019 年受到疫情影响以及国内政策的支持留学归国比例稍

有增加，回升到 82%。我国一方面始终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断深化教育

机制改革，另一方面贯彻落实“万人计划”、“海归计划”等“招才引智”政策，不断引进和吸纳优质

海外人才回国，使得近年间高素质、高技术、创新型、国际化人才的培育与供应逐年递增，人才在促进

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核心地位。 
2) 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逐年攀升 
根据《2011~2021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本文的到 2010~2020 年间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情

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mposition of education level of national employed persons from 2010 to 2020 
表 2. 2010~2020 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年份 大专学历占比(%) 本科学历占比(%) 研究生学历占比(%) 合计：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 

2010 6 3.7 0.39 10.09 

2011 7.6 4.9 0.44 12.94 

2012 8 5.2 0.48 13.68 

2013 8.5 5.5 0.51 14.51 

2014 9.3 6.2 0.55 16.05 

2015 9.2 7.5 0.7 17.4 

2016 9.6 7.7 0.8 18.1 

2017 9.4 8 0.8 18.2 

2018 9.7 8.5 0.9 19.1 

2019 12 9.7 1.1 22.8 

2020 11.3 9.8 1.1 22.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1~2021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Figure 2.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during 2010~2020 is compared 
图 2. 2010~2020 年间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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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以后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划分大专学历、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大专及以上

学历四种。根据表 2 中，大专学历、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员占比数据，可做 2010~2020 的 11
年间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对比图，如图 2 所示。分析图 2 可知，在 2010~2020 的 11 年间大专学历、

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三者的占比均有所提高。其中，大专学历的就业人员占比在 2010~2013 年间上升

缓慢，一直在 6%~8.5%之间徘徊，2014~2019 年间增速加快，从 9.3%增长至 12%。本科学历的就业人员

占比变化最明显，从 2010 年的 3.7%直线上升到 2020 年的 9.8%，增长了 6.1 个百分点。而研究生学历的

就业人员占比也从最初的 0.39%一路缓慢上升至 2020 年的 1.1%，增长了 0.71%。 
结合表 2 与图 2 分析，纵观 2010~2020 这 11 年间的总数据，全国就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百分比的增长变化非常明显，在 2010 年占比仅为 10.09%，至 2020 年占比高达 22.2%，增长了

12.11%！这充分说明，我国在过去 10 年间就业人口中的高素质人才占逐年攀升，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

综合素质均处于不断提升状态，这与我国在过去 10 年间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不断加大对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培养了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的人才

红利效应正在逐渐凸显。 
综上，本文深对比分析了普通高等教育每年本专科毕业生数、研究生毕业生数、留学人员变化情况

以及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高素质人才占比等重要指标，发现我国在 2010~2020 年间的人才战略与

规划日臻完善，高素质人才培养和供应逐年增加，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逐年攀升，这充分显

示了我国到目前为止已形成巨大的优质人才储备，尤其是高素质、高技术、创新型、国际化人力的培养

和供应，为我国人才红利的释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人才红利释放的对策研究 
关于如何释放人才红利，学者们做了很多的探索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观点： 
第一，公共政策层面：保证数量充足的公共政策、提高人才质量的公共政策、完善人才结构的公共

政策、制度科学的人才流动政策；完善激励政策激发与提升人才发展的空间。在整体布局上，需要先改

变自身的观念，树立认同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呵护人才，培养人才是发展的第一原动力的观念。 
第二，教育层次结构方面：首先要明确高等教育的行政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二是同时要更加注重

发挥高校自身办学主体的积极性。其次，政府应主动发挥引导作用，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充分发挥政

策法规的约束引导作用。再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求，本科教育应成为主体，适当缩减专科教育，大

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最后，打通制度壁垒，构建层类融合的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 
第三，学校层面应该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依据现代教育目标和价值观，建立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

能够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的、具有创造性的、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的人才评价机制。以培养创新人

才为主要目标，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发展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应在教学管理理念、制度、内容、方法等

方面具体反映，学生创造力的养成和培养，主要是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系统教育而

实现的。在人才培养观念、培养视角及教育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 
第四，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增强劳动力转移能力。产业结构的转变需要配合人力资本来进行，匹

配的人力资本能提高经济产出的效率，实现这一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劳动的自由转移。但是，现在实行的

户籍制度的主旨主要是限制人口流动，防止部分地区出现人口锐减。这不利于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生产

模式过渡。因此，我国应主动消除交易程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人力资本的匹配速度和人力资源

的利用效率，促使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增长。 
第五，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中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

致了诸多不利影响，例如人口结构失衡、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龄化；新生婴儿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降

低人口质量提高速度，出现人口素质逆淘汰等等，从而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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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认为人才红利的释放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政府层面和学校层面去做很多的工作。

政府方面需要制定良好的政策去引导人才结构的建设。学校方面应该重视培养创新性人才。 
(四) 人才红利提升的国外经验研究 
1)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1975 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 50%，率先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970 年为 14.1%，至 1990 年达到 30.2%。历经 20 年时间，至 2006 年已达到 59.5%，历经不到 10 年完

成普及化进程。日本作为世界上较早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7], 
pp. 1-5)。借鉴日本学者村泽昌崇([8], pp. 37-38)等的划分标准，将日本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归纳为

四个时期：制度确立期、急速发展期、停滞调整期、二次扩张期。制度确立期后，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在

数量上不断扩大，于 1963 年达到 15%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二次扩张期，即伴

随第二次生育潮的到来，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突破瓶颈，在 2005 年达到 50%，标志着日本高等教育进入

普及化阶段。 
2)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1952 年美国颁布了《移民与国籍法》，这是美国战后第一部强调职业移民的法律。从 1952 年起美

国多次修订移民法，为世界各国人才提供了最为宽松的移民法，通过几十年的移民引进美国储备了数量

充足、质量高档的技术、创新型人才，从而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实现了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2006 年

的《美国移民改革综合法案(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ct of 2006)》取消了对临时工作签证的诸

多限制，给予包括留学生在内的非移民临时工作的 H-1B 签证数量由原来每年的 65,000 个增加到 115,000
个，并以 20%的比例逐年增加。该法案决定，给在美国攻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相关专业硕

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免除临时工作签证与绿卡配额限制[9]。 
1991 年英国政府发布的《高等教育的框架——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1991 年 5 月)》成为英国高等教

育改革和实现快速增长的宣言书，为 1995 年后高等教育迅速普及化奠定了规划和政策基础。英国教育与

技术部于 2003 年 1 月颁布了白皮书《高等教育的未来》，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商业合作的理念。“高等教

育的未来”白皮书确定了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改革战略，即创造一个能保持世界领先水平的高

等教育体制，帮助国家更好地应付日益明显的全球化挑战[10]。 
1960 年，日本经济审议会发表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第一次以具体的形式提出“人才开发论”

[11]，这表明其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繁荣期就明确地发出了创造教育红利的呼声。日本还特别提出了拓宽博

士课程毕业者的职业发展路径政策、青年科技人才和女性科技人才的扶持政策。1975 年，日本高中、大

学毕业生占劳动力总数的 90%以上[12]，这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人力资本保

障。一是为日本在刘易斯转折区间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提供了“比较廉价”同时教育水平较高的技能

工人[13]，二是满足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现代企业管理、政府治理等对于中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2001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2003 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出台高等教育相关报告，2003
年日本国会《国立大学法人法》等法案通过，2004 年文部科学大臣提出教育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的的口

号[14]。2008 年 12 月 19 日，日本修订了《地方再生战略》，确定了“培养并支持团队协调人才”政策，

强调区域间的联系和协作。 
有研究表明，1990 年至 2010 年，新加坡永久居民和外国人持续增长，主要可以归功于新加坡的国

际人才战略。许可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人均 GDP 甚至超过美国，首先靠的是巨额的资本积累，其次

是劳动力投入，最后才是生产力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新加坡根据自身特殊的国情，主要指人口状

况与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了国际人才战略，并且成为了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该战略具有重要特点，

即作为国家战略由政府最高领导层直接推动，有针对性地引入外来人才，并且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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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进行适时调整，注重政府指导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相关配套机制以对人才进行甄别[15]。 

从精英化时代到普及化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为了人才的规划与争夺纷纷提出了适合各自国家发

展的高等教育政策。美国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人才、英国通过教育投资结构调整优化教育体制、日

本通过人才扶持政策激励高等教育的发展、新加坡通过国际人才战略带动经济发展。综上，在如今高速

发展的社会，“得人才者得天下”可以说是得到了共识。 

4.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问题研究 

1) 国外高等教育普及化对中国的启示 
① 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

动态过程。国际上对于界定人口老龄化的通行标准是：当一个国家 60 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超过 14%则为“老龄

社会”。 
英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在 2020 年 7 月刊出的一篇文章中预测了未来八十年的人口趋势和年龄

结构，建模结果表明，到 21 世纪末，人口减少将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包括日本在内的 23 个国家和地区

的人口数量将下降 50%以上，中国也预计下降 48% [16]。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经济环境、生源数量和高校

财政等方面会影响到高校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人才培养，进而可能影响智能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在创新方

面的优化转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会对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和速度带来不确定性。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率的降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年减少,高等教育产业将受到影响。人口老龄化直

接导致高校生源不足，进而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因此，“生源危机”这一说法并非危言

耸听。从狭义劳动力规模角度看，“人口负债”之忧确实在逐步显现——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从 2017 年开

始负增长，而总人口抚养比自 2010 年以来就已持续上升。 
② 财政经费问题 
与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重较低，而且在财政教育支出分配结构中，

高等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教育投入的比重也较低。2012 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 GDP 的 4.28%，而在

2010 年，法国用于教育的投入占 GDP 的比重就达到了 6.3%，英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用于教育

的投入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6.5%、5.3%、7.3%、5.1%、7.6%，都远远高于我国。在整个教育投入结构

中，我国用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也低于法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 
从高等院校的经费来源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国家主导型模式”，国家财政是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最主要的经费来源和动力支撑。高等教育有“全额预算拨款制”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

岁月里，高等院校实施三大职能所产生的一切经费由政府全额拨给。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仍以财政

拨款为主，非财政拨款包括学生学费、社会捐赠、社会团体和个人出资办学、高等教育事业性收入和贷

款等依然很少。 
③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提高教育质量的诉求。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社会公众对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更加旺盛，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诉求更加强烈，而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

程快速推进的特点，必然带来师资队伍、教学资源等人力资源和基础条件建设的不足，从而导致公众对

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读写能力差距

拉大，甚至可能会下降。伴随着学校结构的变化和学术组织规模的扩张，也可能会影响教师精力，削弱

学术能力。与法国情况类似，我国仍存在区域资源不平衡，缺乏国家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配套措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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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与世界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各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国际化课程建设水平、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国际科研合作水平以及来华留学生教育水平等总体质量仍有一定差距。现阶段我国

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处在由“扩大”阶段向“做好”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深入提升质量和效益，如何

平衡区域性国际化差距，如何调动高校改革积极性等，亟待系统性、全局性顶层制度设计与战略统筹。 
2)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现状研究 
① 教育机制有待改革，教育制度仍需完善 
我国行政权力在大学的基本活动方式与组织方式中始终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相比于欧美国家的大

学，中国大学一方面过度依赖政府的扶持与资助；另一方面，又期望着摆脱政府过多的控制并争取自主

权利。行政权力在中国大学的泛化导致了学术权力的缺失，“行政性治理”成了中国大学治理的普遍模

式，并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高等教育规模的

进一步扩张，这种治理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了出来。 
② 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失衡 
民办高等院校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百花齐放式的发展促进了各国普及化的速度和深度，相对于公立

大学，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有效的外延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民办高等院校在

整个高等教育结构中稳居主导地位。1994 年，韩国民办高等院校占比 82.2%，民办大校学生占比 74.8%；

1994 年，日本民办高校占比 73.6%，民办高校学生占 73.4%。然而在我国，公办与民办高校的比例与之

相反：公办高校数量庞大，所占比例超过 75%，而民办高校所占比例却长期不足 25%。民办高等院校自

身所具备的“市场敏感性”的特质，可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但由于我国民办

高等院校数量少、规模小，这种“市场敏感性”的特质很难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蔓延。因此，要深化高

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需要进一步扩大民办高等院校的数量规模。民办

高等教育既要扩大规模，更要提高办学水平。1982 年，北京成立了第一所民办高等学校，纵然至今已有

39 年，但专科学校、职业学院几乎成了民办高等院校众所周知的代名词。截至目前，我国还未有一所民

办大学入围“双一流”建设。 
③ 高等教育发展的层次欠优 
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专科和本科层次、数量、规模势均力敌，两者共同构成了普及化过

程中绝对的主力军，而硕士和博士两个层次，其规模则始终极小。我国虽然在数量规模上已经跨入普及

化的门槛，但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层次结构来看，硕博层次的人才培养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所占比例，

都需要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专科层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供大于求”，本科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供

求不匹配”，毕业生就业难，用人单位招工难；另一方面，各省市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大打人才争夺战，

博士等高层次人才“供不应求”。 

5. 结论、展望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就研究内容而言，当前学者们对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研究的焦点

主要聚集在人才红利的界定与测量、人才红利的实现条件以及人才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效应上，

而就研究方法来看，现有对人才红利的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和定性分析出发，并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

进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我国人才红利的研究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国外相关研究较为匮

乏，从现有文献来看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且缺乏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 结论与研究展望 
随着 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 50%，这也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而美国是全球最早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率先在 1971 年进入这一阶段。比我国足足领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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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首先，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对全球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我国近年来的经济蓬勃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作用，然而人口结构在逐渐向老龄化趋势发展，

“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在这一背景下众多学者从我国的人口结构、教育政策、国外经验等方面出发进

行了研究。企图在“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衰退的过程中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教育红利”等促

进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正如马丁·特罗教授在《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中所提到的，高等教育发展

的最后阶段是走向“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面向“为生活做准备的大多数人”并且接受高等教育成为

人的一种义务。 
人口红利现状及人力资本相关理论的研究发现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口质量、国家

教育结构等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笔者通过对国家政策的研究发现我们应该坚持走中国特色高

水平教育发展路线，把握好数量与质量、规模效应与质量标准的辩证关系，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升人

才培养能力、优化教育体系结构。全面完善高等教育法治体系，优化高等教育行政执法体制、全面推进

高等教育法律实施，深入实施依法治校、全面提升高校法治化水平，强化高等教育领域法治教育、全面

增强法治教育对象法治观念，完善高等教育领域争议解决机制、切实维护利益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二) 进一步讨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红利的释放路径 
人口红利的开始与消失都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由于人口红利难以永续，因此促进人口红利向人

才红利转化，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提升人才红利有以下

几个途径。一是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短期来看，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更多的人口参与

经济活动，降低实际抚养比；长期来看，可以鼓励生育，增加出生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增加未来

的劳动力供给。二是提高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和各类培训供给以及推动终身学

习等途径来实现。要提高人口受教育的水平，促进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也需重视继续学习、各

类专业技能的培训。三是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通

过促进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和产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和产业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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